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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晨、李华、吴鸿波

　　“1979 年夏天，我们 6 人再次访问了延安，
那是时隔 34 年的故地重游。对我来说，与其说
是‘访问’，不如说是‘回老家’。延安是我的第
二故乡，我青年时代在那里接触到了新的世界
观和人生观……”
　　如果不介绍出处，人们难以想象，这段饱含
深情的讲述，出自一位昔日的侵华日军士兵之
口。抗战期间，被八路军俘获的日本军人香川
孝志，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过了令他终生难
忘的时光。
　　宝塔山每天迎接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半山
腰背后，游人罕至处有几排窑洞。窑洞中，深藏
着一段历史。
　　 8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曾在这里创办了一
所人类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校——— 日本工农
学校。上千名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军战
俘，于此接受教育、改过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
线时，已由战争分子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在这个学校里，真理战胜了邪恶，进步战
胜了落后，文明战胜了野蛮，一切蒙蔽、欺骗被
戳穿、被抛弃，和平、友好的理论在现实中生根、
发芽……”担任过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的外交
家赵安博，曾撰文这样回忆。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

并无冲突”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前线开展对日作战。随
着战事推进，我军俘获的日本战俘越来越多。
如何对待战俘并对其开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是
我们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1940 年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俘获的日本
军人陡然增多。除了部分释放或移交给国民党
外，战俘大多分散在八路军各部。他们受军国
主义思想毒害较深，反动顽固，需要有一个安定
的改造环境，部分日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学习的
机会。”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霍静廉说。
　　事实上，宽待俘虏、将普通日本士兵同军国主
义者区分开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思路。
　　早在 1936 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
访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
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
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1937 年 10 月，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
时，毛泽东再次明确，“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是
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条基本原则之一。他说：

“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
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
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将来
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
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工农学校应运
而生。
　　 1940 年春，驻共产国际的日本共产党人冈
野进抵达延安。经他提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
总政治部决定创办一所专门改造日军战俘的
学校。
　　当时，关于学校的选址，曾经历了一场激烈
的讨论。
　　“学校选址在宝塔山半山腰上的原‘东北地
区干部学校’旧址内，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宝塔
山是延安的标志，不宜为战俘居住。”宝塔山景
区讲解员谢羽说，八路军总政治部斟酌再三，认
为这里安静且空间较大，可以为学员提供良好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考虑到战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泽
东亲自将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然而，对这些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
思想毒害的军人进行改造，又谈何容易！在押
送战俘赶赴延安的路上，一场场考验就已经

开始。
　　“绝食、谩骂、抵抗，甚至想杀害八路军战
士，这些日本兵非常顽固。但在我们的真诚感
化下，有些人的思想开始转变。在路上，八路军
战士甚至会背着受伤的日本兵，这让他们很受
感动。”霍静廉说。
　　在一部名为《幸运的人》的回忆著作中，曾任
日军军医的佐藤猛夫谈及了他的逃跑计划———
　　被八路军俘获后，他经常在早晚散步时观
察地形、伺机逃跑。直至有一次他突发高烧，失
去知觉三天三夜，八路军医护人员给予他无微
不至的照料，还给他带来稀有的酱菜。自此，他
彻底被感动了，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又重新穿上
白大褂，开始为伤病员治病。
　　 1940 年 10 月，晋西北等地首批日军战俘
抵达延安，学校随即开始教学。中共中央从延
安各界选派了一批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
思想的日本战俘担任教员。当时，学校的设施
为一间约 200 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纳 100 多人
就餐的食堂和 6 孔学员窑洞宿舍。冈野进曾回
忆，“窑洞墙上涂着白粉，因此显得很明亮。”

顽固的日本战俘被感化

　　 1941 年 5 月 15 日，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
学典礼。冈野进此时已化名为林哲，担任学校
校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
科长赵安博担任副校长，学校校训为“和平、正
义、友爱、勤劳、实践”。
　　次日的《解放日报》详细记录了这场典礼的
盛况：15 日下午 6 时，在八路军大礼堂，朱总司
令、各界代表及学校全体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
主席台上悬挂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旗、日本
工农学校校旗，以及毛主席为大会的题词“中国
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
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说，希望不久的将来，
日本工农学校学生能回国组织日本的“八路
军”，来与中国的八路军携手，共同为争取中日
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随后，学校全体学员登
台宣誓。典礼上还表演了文艺节目，演出了日
本歌曲、舞蹈和日语话剧《前哨》。“至夜十二时，
大会在欢洽的空气中宣布结束”。
　　长期研究日本工农学校办学史的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常改香说，这场开
学典礼，体现了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对日本士兵
的真诚关怀，热烈温馨的场面打动人心。学员
小林清在第二天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一年多来
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虏观念，直到昨天的大
会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
生了！”
　　然而在此时，多数日本战俘还远没有这样
的思想觉悟。
　　 1942 年 6 月 12 日的《解放日报》曾这样记
载：“做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他们起初认为是莫
大的耻辱。即令在学校多方面体贴、安慰下，他
们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弃，十个中有九个企图
逃跑或者跳崖自杀。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
洗脸，随地大小便等，来表示消极的抵抗。”赵安
博也曾写道，学校宣告成立时，学员极为怀疑，
以为八路军要“赤化”他们，利用他们反对日本。
　　对于这些思想极其顽固的日军战俘，学校
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开设了许多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程，还根据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分为不

同的学习小组。
　　开学第一年，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
题、自然科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
到了 1942 年，随着学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
提高，教学内容也由浅入深，增加了联共（布）
党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在政治理论教学中，学校特别注重学员
对理论系统、深入的掌握。为此，1942 年的

‘时事与日本问题’课程安排了如共产党宣
言、农业生产衰落及农村危机、资产阶级的壮
大、工人为什么组织工会、日本法西斯的弱点
之类的内容。”常改香说。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让许多学
员的世界观开始改变。
　　 1942 年下半年，一些学员开始学习陈云
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学员前田光繁后来回
忆道：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很深刻的学问，之前
我从未接触过。过去我认为日本有万世一系
的天皇，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对于社会结
构我根本不懂，对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无从
怀疑……经过反复学习，我觉得书中讲得有
道理，开始积极参加有政工干部参加的讨
论会。
　　日本工农学校还开设各种座谈会、讨论
会，以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改造战俘思想。
当时，在学校最著名的“日军暴行座谈会”上，
学员们揭露了日军轮奸妇女、活埋平民、用活
人练刺刀、用瓦斯毒杀百姓的惨无人道的暴
行。他们越讲越气愤，开始反思受到的毒害
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者的邪恶本质。
　　与此同时，学校教员们朴实无华的生活
作风、热忱细致的工作态度展示着马克思主
义者的魅力，也在无声中感化着日本战俘。
　　香川孝志在他后来所著的《八路军中的
日本兵》一书中回忆，中国教师王学文总是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解释清楚，重要的地方反复讲。他经常
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来给我们上课。有一天
下大雨，我们认为“王先生大概不会来了吧”。
但他却卷着裤腿，渡过正在涨水的延河按时
来讲课。“他的工作热情和严格要求自己的精
神，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

已摸索到一线曙光”

　　对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日军战
俘，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打压报复，反而对之平
等相待，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生活
待遇甚至远超八路军战士。即便是在陕甘宁
边区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陷入极大困难
之时，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
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农学校旧址，一张菜谱记录了
1943 年学校的伙食状况：从周一到周六，每日
餐食均有羊肉、猪肉或牛肉，主粮不是小米而
是白面。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
给充足。
　　当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每人每月领取 3
元津贴，而八路军排级干部仅有 2 元。由于
保障水平较高，有的学员在星期天还到街上
去买两盅高粱酒喝。
　　宝塔山下、延河之滨，日军战俘得到了中

国人民兄弟般的友爱。宝塔山景区讲解员秦
莹说，日本工农学校没有高墙，没有荷枪的士
兵看守，课后学员可以自由活动，同其他学校
没有两样。
　　小林清曾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吐露心声：

“学校和中国的同志们都十分尊重我们的人
格和自尊心。在这一环境里学习、生活，使我
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日
本士兵……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
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受
束缚的感觉。”
　　除了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农
学校还创办了图书馆、俱乐部，经常举办舞
会、演出等文艺活动，学员们跳樱花舞、编演
反战话剧、高唱革命歌曲，课余生活十分丰富。
有学员回忆道：“我们平时的文体生活有打麻
将、扑克和下围棋、军棋，有时也打棒球。”
　　 1941 年 5 月 8 日的《新中华报》曾报道，

“当时宝塔山下的延河河滩较宽，是一个很好
的棒球场地。”有时，中央首长散步，偶尔赶上
学员们打棒球，也饶有兴趣地观看。
　　延安现存的大量资料图片定格了日军战
俘当年的生活场景。学校旧址内一张照片中，
森健、秋山良照等 8 名教员和学员身着八路军
军装，站在宝塔山下，他们个个面带微笑、目光
炯炯，神情中写满了重获新生的快乐。
　　正义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让这些受到军
国主义蒙蔽的日本战俘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
　　学员大古正曾在 1942 年 7 月的《解放日
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我的转变》的文章，他
说：“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半年以后，我渐渐
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那
就是因为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
级解放的知识……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
献身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日本军国主
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优待感化战俘的举措，甚至
连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大为震惊。
　　 1944 年 10 月，美军观察组约翰·埃默森
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后，认为中共对日
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写的报告中这
样描述：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进入学校
以后会感受到一种舒适友好的氛围，他们身
边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
中也曾写道：“我感觉这一个日本工农学校，
生气蓬勃得很。”

化敌为友的学校创造了奇迹

　　随着时光的推移，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
血的日本战俘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
变化。
　　常改香说，大生产运动开展后，按照政
策，日本学员并无生产任务，但他们受到边区
军民生产热潮的感染，主动要求参加劳动。
他们成立了纺织组、农业组、木工组等，开荒
种菜、自盖房屋、帮百姓锄草。1943 年秋天，
学员们收获了 1 万斤土豆，9 石大豆，到 1944
年底，木工组已做出纺车 103 辆。
　　许多人或许难以相信，中国共产党宽大
的战俘政策，甚至给予他们平等参与政治生
活的权利。
　　 1941 年 10 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

制”原则举行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日本工农学
校的森健当选为参议员。
　　在竞选中，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这些生
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
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
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
本军阀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
命经验。”演讲获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随着改造的推进，一些日本工农学校学员
积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及日本在华反战组
织，信仰战胜了血统，从战俘转变为反法西斯
战士。毛泽东所预言的“国际纵队”成为现实。
　　谢羽说，学员们在前线发放传单、书写反
战标语、制作慰问袋，到火线喊话，宣传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和战俘政策。他们同中国人民
并肩作战，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阴暗的心，把无意义的战
争停止。弟兄们，归国去吧！”学员们还创作
出大量反战歌曲，到前线向日军传唱。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8 月 30 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八路军为
即将回国的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隆重的
欢送大会。9 月 18 日，学员们离开延安。
　　至此，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
使命。
　　“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在世界范围内
绝无仅有的学校。从 1940 年筹办到 1941 年
5 月正式开学，再到 1945 年停办，加上山东分
校、晋西北分校、华中分校等在内，先后有上
千名战俘在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教育。”常改香
说，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和光辉实践，是
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尽管学校就此停办，但它所教育培养出
的日本学员中，有的回国后撰写回忆录揭露
日军侵华罪行，有的继续从事反战宣传，终身
为推动中日友好而奋斗。
　　其中，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
军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们从“皇军”成为反
战斗士的经历，介绍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
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佐藤
猛夫写成《幸运的人》一书，为防止军国主义
复活、主张中日友好奔走呼号。改革开放后，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访延安，为增进
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学员中，小林清是唯一没有回国
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
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晚年还加入了中
国国籍，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1985 年，他完成了回忆录《在中国的土地
上——— 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宝贵的
一手材料。1994 年，小林清在天津与世长
辞，他的骨灰一半被带回日本、一半埋在
天津。
　　 2015 年 8 月 15 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
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事务局局长小林阳吉在

《人民日报》撰文，深情回忆了父亲与中国人
民并肩作战的日子。
　　文章中写道：“父亲曾说，我爱日本，因为
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
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
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
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

共产党在这里把“鬼子”感化成“八路”
探访抗战时期独一无二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8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曾在

这里创办了一所人类战争史

上独一无二的学校——— 日本

工农学校。上千名深受军国

主义思想毒害的日军战俘，于

此接受教育、改过自新，有人

再次返回前线时，已由战争分

子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日本工农学校外景。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进行学习讨论。本版照片均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提供


